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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7 月份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

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

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虽然是直接对各级党委和政府说的，但实际上也适用

于一切为党和政府工作服务的理论研究。很显然，对于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备受各国理论界重视

的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只运用西方经济学来分析是不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裴小革研究员的文章，运用政治

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提出了他有关世界经济危机形成机理和治理方法的新观点。本刊发表此文，

期待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

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裴小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 要：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在资本

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导致其基本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爆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强势崛起

和资本主义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危机在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有所缓和，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未消

除，而只是改变了起作用的表现形式。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现在尚未走出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

实际上都根源于新自由主义兴起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重新深化导致的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

拟经济过度膨胀。不积极发展生产，单靠提高与劳动贡献关系不大的工资和福利，在流通领域扩大消费信贷、服
务业和虚拟资本以增加有效需求，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世界经济危机治理办法。从根本上说，治理世界经济危机

更需要做的是，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型劳资关系，超越资本主义只依靠少数资产者进行创新的局限，

激发最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在实体经济生产效率提高和产品量增大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和

各种服务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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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2007 年底的国际金融暨经济危机，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目前世界经

济的复苏前景并不明朗，特别是近年来延续发生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更表明世界经济危机的形成机

理和治理方法仍是我们必须研究的紧迫问题。西方是资本主义的故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

产物，从 19 世纪以来就总是周期性地爆发，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危机更为频繁，直到走

向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均与经济危机有关，或者说都是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在众多的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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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特别把发生在 20 世纪30 年代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称为大萧条①。
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会引发有关经济危机

原因和治理方法的博弈与争论。尽管几乎每次经济危机都源于诸如劳资关系恶化，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

中比重下降，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加剧，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萎缩，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不可持续的

信贷消费和资产价格泡沫等原因，但西方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却大多回避这些问题，仅仅运用西方经济

学的有关理论把经济危机归因于政府干预或市场调节不当，只是在或者加强政府干预，或者加强市场调

节方面寻求经济危机的应对办法。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理论视角②，结合其他有关

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成果，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劳资关系方面研究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试

图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方法做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一、世界经济危机产生的背景条件

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危机是潜伏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各个特殊阶段之中

的。其产生的背景条件是双重的：首先，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破坏了资本循环的均衡，例如，货币资本和劳动

力、机器设备、原材料供给之间的均衡，商品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均衡。其次，劳资关系本身酝酿着价值

和剩余价值生产与有效需求和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危机的潜

在可能又历史地由于两个普遍的和互相联系的原因更趋明显，一个是世界市场的发展；另一个是资本积

聚和集中以及与之伴随的无产者的增多，它们使得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了。
19 世纪世界商品市场的扩张，加速了各种商品交易数量的增长，加大了商品资本循环断裂的可能

性；同样，更为复杂的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加大了货币和生产资本循环发生混乱的可能性。随着国

际货币资本市场、多样化金融手段和机构的发展，在货币和商品循环中的危机潜在可能性也增大了；同

时，城镇化加大了“社会密度”和商品与货币交换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危机风险。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和

城镇化还造成了资本的“永久性”物质和空间结构，增加了固定资本形式的新的刚性和由此引起的更大

危机可能性。循环领域的脆弱性的增大成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货币的信贷危机增多的前兆，并最终

引爆了 1929 年灾难性的大萧条。
在这一历史时期，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资本积聚与集中的加剧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更趋普遍。资本家

阶级本身的两极分化和生活变化，也扩大着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条件之间存在着的差距，当然，“中产

阶级”或国家雇员和高薪阶层的增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这种差距。所以，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

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增加着资本生产过剩的风险，也增加着与各生产部门比例关系失调危险相联

系的危险。这种危险又因寡头垄断和独家垄断的定价政策的增加而更趋扩大。
资本的生产过剩的风险，是与不受社会消费力制约的生产资本的增加一起增大的。另一种风险是生产

资本不足，因为以牺牲生产资本为代价在流通领域使用过多资本情况增加了。这就会使用于生产的资本价

值与有效需求以及价值实现之间发生巨大的断裂，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大规模危机的危险性，这种危险

性像一枚经济定时炸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曾预爆过，在 1929 年—1933 年则是发生了大爆炸。
正是流通领域的脆弱性，加上各经济部门之间比例关系失调、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以及有效

① 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把比较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都称为“大萧条”，近来则有经济学家把 2008 年发生的此次国际金

融危机称为“大萧条”（Hedva Sarfati, “Coping with the Unemployment Crisis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152
March 2013, No.1, 145-156）。但本文还是按照一般的约定俗成，仅把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称为“大萧条”。

②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整体性理论的研究，可参看裴小革：《经济危机整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再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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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了规模巨大和旷日持久的经济灾难。与此相关，法西斯出现

了，打败法西斯以后出现了战后世界范围革命运动兴起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很多国家建立，这些又推动西方资

本主义制度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出现了大调整，旧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也出现了重新组织。
在这个过程中，起因于工人阶级贫困化和资本积聚集中扩大而形成的经济危机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期间越来越变为现实可能性。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贫困化更大的可能性，正是起因

于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贫困化。工人阶级更多的贫困化、商品化需求的增加，市场的扩张和资本集中积聚

的增加，导致了更频繁和严重经济危机的更多发生可能。经济危机的风险是和资本和工人阶级贫困化的

增加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局限就在于资本本身”。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大部分经济生活都是在小生产者、手工业作坊、乡村合作社、小资

本家的工厂以及农村的“原始工业”中进行的。创业所需的货币资本数量相对较少，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和

交换的大部分劳动过程是以手工技巧、重体力和简单合作为基础进行的。在欧洲和美洲新大陆殖民市场

扩大的刺激下，经济各部门日益资本化，在这个早期阶段，相对较多的货币资本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产

业、部门和地区找到了出路，这些产业、部门和地区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只有较少量的货币资本进

入到了已经资本化了的先进部门。结果，低的或固定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相比于资本有机构成高或不断

提高的部门有了更大扩张。总的平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较慢。
这个阶段的资本扩展，使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能有不错的利润率。资本扩展阻止了很多经济危

机的爆发，而当经济危机确实爆发时，这种扩展又使经济危机起到一种类似“保险”的作用，即减缓了经济

衰退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打击了地方垄断、运输系统的低效率和其他竞争障碍。资本扩张特别是经济困难

时期的投资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加速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新资本化的产业，工人阶级遭到了并入世界

市场以后，与落后国家工人一起贫困导致的低技术化和专业分工细化的打击。在已经资本化的部门，生产

更趋由资产者控制。这样，剥削率可以远高于小幅增长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并进入工业

国的农村地区以后，利润不断被投资于更加赚钱的资本项目之中，可以保持较高水平；经济危机可以相对

较少发生，即使发生也可以与以后时期发生的经济危机相比较为温和和短期。
上述这种情况，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所有特定国家和地区，只是 19 世纪前半期西方某些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的某种高度概括的特征。然而，在发生于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资本有机构成

和剥削率都发生了足以产生更经常更巨大经济危机的变化。资本家先是用增加剥削率的办法来抵消资本

有机构成提高对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利影响，后来又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办法来抵消剥削率降低对占有

剩余价值的影响。这两种办法都包含着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的矛盾。
提高剥削率之所以变得困难，是由于产业后备军劳动力构成在 19 世纪后半期发生了变化，他们这时

较多是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技术的前工资劳动者，较少是从农村新来的潜在剩余劳动力，同时，城镇有了更

快的增多，工人阶级占到了人口的更大部分。过去，资产阶级经常以“城市对乡村”、“现代对前现代”形式

进行与封建贵族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产阶级曾与工人结盟，对抗乡村地主和贵族。后来，工人阶级的

技术水平有了提高，分布更加集中，政治上也更加觉醒。这些变化和一些其他变化，如，世界范围不断扩大

的资本家之间竞争，增加了商品的“过剩生产”，延长了资本的周转时间，使得资本家难以通过提高剥削率

来抵消资本价值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如工人阶级因受压迫受剥削

工作积极性和创新①热情较低，资本家在想用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办法来抵消剥削率降低对占有剩余价

值的影响也难以取得明显成效的时候，利润率和利润规模都会受到较大威胁，经济危机的风险和持续经

① 这里的“创新”不是单指企业家执行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的经营创新，而是包括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在内的多种创

新，对于这些创新的探讨，可参阅裴小革：《论创新劳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理论研究》，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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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危机的危机都会增加。例如，在美国，1873 年和 1920 年间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大幅压低了

利润率（Mike Davis, 1978）〔1〕。
然而，经济危机也周期性地弱化了传统手工业工人对提高剥削率的抵抗力和现代工人阶级的经济斗

争。在这一时期延缓利润率降低导致经济危机的另外因素还有两个，一个是新的食物来源、农业原料、矿
石和燃料，在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都有发展；二是传统的社团、独立从事再生产的小生产者、“竞争

性部门”和古典“自我雇用”组织，仍保持着尚未完全货币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这些都降低了可变资本

对货币资本的需求。
总的看来，在 20 世纪以前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经济危机是相对较少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就不断

增多了，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

度，各个产业的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也都基本形成了①。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就是“资本自身”，比较巨

大的经济危机才被推迟到了资本主义得到比较“充分”发达的阶段爆发。因此，爆发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

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这时，生产资料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已经赶上并超过消费资

料生产部类的有机构成，尽管 20 世纪 20 年代消费资料部类为了减少流通时间在流通领域加大了投资，

由于生产资料价值在总价值中份额的增加，生产资料部类生产还是有了更大的扩张。“新中产阶级”或工

薪阶层投入市场的新增购买力，不足以抵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深化导致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发

展到最严重时就形成了资本大幅贬值的大萧条。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

的强势崛起和资本主义的相对衰落，世界经济危机才在大约至少 30 年的时间里有了一定缓解。

二、劳资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劳资之间整体经济政治力量对比悬殊，劳动是隶属于资本的，工人阶级基本上

无法取得自己的独立经济利益，只能在服务于资本的前提下，间接得到自己的利益。工资率主要是由资本

积累率和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基本上只是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

这是当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工人阶级贫困化并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历史条件造成的，这

种情况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从总体上看，仍有一定的适用性。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崛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演变，工人阶级开展了

各种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工人阶级得到的消费品、公共信贷和社会保障有了增加，资本主义竞争的新形

式和技术进步使得高消费有了更多的资金支持和购买渠道，于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有了变

化，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由于工人阶级个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

仍然很难充分分享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迫采取集体行为减少工时和要求提高工资（Neumann,
Todd, et al. ,2013）〔2〕，并在主要发生于流通领域的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争取自己利益；资本家阶级

在直接生产过程遇到工人阶级集体减少工时、提高工资要求的压力下，转而把更多资金投入流通领域，扩

大了流通领域占用的各种资源，极力通过虚拟资本的扩张来扩大自己的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工

人要求，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并通过政府的第二次分配和慈善机构的第三次分配维持社会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那种主要产生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虽然有所缓

解，但产生于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经济危机风险却大为增加了。在

“二战”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产业化使得传统的产业后备军几乎被吸收完，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又不足以产生新的充足的产业后备军，工人阶级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垄断了劳动力的供

① 可以说，直到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现代工人阶级或工薪阶层才完全形成，那时过去在家庭和社区经济中进行生产

的服务业被快速资本化了。不过，这种情况降低了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因此是一个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缓解经济危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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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也就是说，劳资关系的演变使得产业后备军无法再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充当启动资本积累的杠杆。
这样，资本主义部分失去了市场经济中通常具有的弹性机制，产生了工资、利率和财政赤字等变量的

刚性向上机制。而且，潜在产业后备军的衰落还和失业的政治化一起，弱化了失业作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过

程中调节工资率和工资结构、工作动机和动力、劳动纪律和社会和谐的基础性机制的一般功能。产业后备

军的规模在劳资关系演变中可以被看作背景变量，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只是工人阶级经济社会地位提高的

一个有利条件，决定劳资关系演变的“关键变量”不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状态，而是各个部门内部就

业者和失业者的合作或团结程度，以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力量

（S. Markovits and S. Kazarinov, 1978）〔3〕（Edward Shorter and Chatles Tilly, 1974）〔4〕（Marino Regini, 1980）〔5〕。
在美国，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期工人们就有许多建立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尝试，但到 20 世纪 20 年代

才出现了全国性工人联盟组织的生产社会化条件，到 30 年代才在形式上而常常不是在实质上有了产业

工人联盟组织。这时产生了超越各个产业界限的社会抽象劳动，也产生了各级雇员之间、就业者和失业者

之间新的合作可能性。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因为“福利资本主义”宣传的麻痹、种族不和的纠纷和对“红

色恐怖”的误解等因素，这种可能性更多的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实际上产生工人联盟。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

以后，工人阶级才产生了合作的急迫需要。在这之前，由于经济危机还没有发展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

那样严重的程度，工人们虽然日益感觉到了他们联合的力量①，但还没有对这种力量进行充分的开发。
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虽然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工人的工资相对于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工人的工资有

所增加，但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还是加剧了，总需求不足，消费品供需比例失衡②。工资、就业、
生产和利润的部门间比例关系失衡，工人运动的发力程度还不足以提高平均工资，这些共同促成了因产

业结构比例失调和供需矛盾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在工人阶级只是意识到了，但没有充分开发

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情况下，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了大萧条这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使建立工人联盟成为工人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的紧迫任务。

大萧条后的早期，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生活状况急剧恶化，他们被迫接受大规模失业、克扣工资和无工

资的加班加点，同时对有色人种和妇女的传统歧视也被强化了。但 1933—1934 年美国跨种族、跨宗教的

大规模工人组织和斗争开始有了发展，这包括：1934 年发生了多次影响广泛的罢工；在共产党领导下成

立了各种新的失业者组织；共产党和其他工人组织还领导了反对种族歧视、无工资加班加点、克扣工资和

工作条件恶化等的斗争；美国劳工领袖约翰·刘易斯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签订了互助条约，和共产党之间签

订了互助协定；在一些小资本家试图直接控制价格竞争和工资的煤矿和服装产业，工人阶级和资方展开

了很多斗争，这些斗争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在更大产业的斗争的前兆；领导这些斗争的劳工领袖西德尼·希

尔曼和约翰·刘易斯都支持了倡导各阶级合作的“国家复兴法案”（NRA），这个法案标志着工人阶级建立

工会和工资稳定化的要求开始被各产业接受。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由劳工领袖组织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在“新政”中得到了法律认可，罗斯福

总统签署了“瓦格纳法”，又称“全国劳工关系法”，扩大了工人阶级在服装和煤矿行业的胜利。除了西德

尼·希尔曼和约翰·刘易斯领导的工人运动所起的直接作用以外，还有两方面互相交织的原因促成了“瓦

格纳法”：第一，克扣工资、无工资的加班加点、以不断制造产业后备军作为资本积累杠杆等被资产阶级认

① 有学者指出，“那些在国外出生的、低技术和无技术的工人原来是沉默认命的，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十年里他们

的这种驯顺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些下等工人开始认识到他们构成了劳动世界的压倒多数，他们具有巨大潜力”（Joseph G.
Rayback, History of American Labor, New York, 1963, 346）。

② Sidney Coontz, Productive Labour and Effective Demand (New York, 1966, 151.)这本书的有关资料和论述表明，

20 世纪 20 年代，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的停滞和与之相伴的裁员再加上其他因素一起阻止了消费的增加，隐藏在积累过程中

的引发经济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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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经地义”的做法，遭到了大规模产业工人自主斗争的反抗；第二，工会组织化把工人斗争汇聚成了集

体谈判和公开的政治行为。“瓦格纳法”遭到资本家阶级的反对，因为在它所提供的法律框架下，工人可以

不像在“国家复兴法案”下那样，只在允许资本家共同制定供给价格的情况下才能集体出售他们的劳动

力。“瓦格纳法”为工人集体决定工资和建立工会提供了法律基础，这对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也是一个巨

大的鼓舞。“新政”的其他部分也支持（或没能反对）“瓦格纳法”，因为“新政”很看重社会和谐、增加消费支

出、商业的复苏和工业的恢复。
工会在产业范围内的团结，是美国劳资关系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变化。第一，产业工会弱化了资方对

工人每年、每周和每日劳动时间长度的控制。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非超越常

规，对于全世界最广大的工人来说，工作时间实际上是没有上限的。”（Archibald, A. Evans, 1969）〔6〕，资本

家反对缩短工时“不仅是出于节约成本等对他们经济方面不利后果的考虑，而且是出于他们认为工人的

闲暇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的考虑。”（Archibald, A. Evans, 1969）〔7〕，八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六天）的要

求最早是由罗伯特·欧文、第一国际等在 19 世纪提出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

府都迫于当时政治形势在法律上认可了这种每周 48 小时工作的要求，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大多数产业

工人都实际上赢得了这个制度。在美国，产生于大萧条期间的“公平劳动标准”（Fair Labor Standards）建立

了每周 40 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制，也在政治上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工业发

达国家都建立了“正常工作日”“周末休假”“带薪休假”等制度，周工作小时从 1899 年的 59 小时减少到了

40 小时（John Durand, 1948）〔8〕，这不仅是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更是因为生产社会化和产业工人团

结的发展。二战以后，工人阶级缩短工时的斗争表现为要求每年更少工作日、更多休假、更多病假、更早退

休和更长受教育时间。这些斗争的结果，是普遍提高了劳动成本，并且为每周工作 35 小时的要求创造了条件。
第二，产业工会为提高工资和消费创造了“无上限”的需求，而工人的早期斗争只是在于保持传统工资

水平、收入差异和消费习惯（Stuart and Liz Ewen, 1978）〔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5—1946 年间的罢工让美

国资方和政府认识到了工人阶级新的力量，产业工人很快就赢得了相当于战时工资那样高的“和平工资”。
不过，工人斗争很快在 1947 年被代表资方利益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做了很大限制，该法不准工会要求同

厂的工人加入同一工会，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宣布原来关于工会问题的“瓦格纳法”无效。
第三，产业工会的斗争促进了工作强度“正常化”，几乎“冻结”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使工人阶级收获

了战后首批实惠，1947 至 1965 年间，美国的平均工资至少增加了三分之一，大规模产业的工薪增加更

多，即使在衰退时期实际工资也有所增加（James O’Connor, 1984）〔10〕。
这些胜利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小规模产业和行业的工人、失业工人、农民和第三世界工人的

利益为代价取得的，所以当工人阶级内部的这种不平等被人们认识到以后，少数民族、妇女、老者、残疾人

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工人纷纷加入到工人斗争中来，使工人阶级的构成和要求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有

了很大变化。结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的工人阶级集体行动、新型组织和新的抗议活动的

压力下，政府的第二次分配和慈善机构的第三次分配等福利国家措施形成了快速扩张的基础。
这样，对更多工资、更多货币、更多商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包括经济

动机和社会动力。这种改变的重心是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和服务业有了巨大的扩张动力和需要。经济机制

的这种改变反过来，成为改变阶级结构的独立变量。虽然生产领域的工人和失业者的工资和福利有所增

加，但在销售、广告、公共关系、金融、房地产及相关领域就业的工薪阶层，以及国家机关特别是有关社会

福利的机构的雇员也增加了。这些领域工薪阶层及其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又扩大了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和

流通领域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
这时候，劳资双方都需要有更多的代理人的帮助，劳方的集体谈判需要有专业代理人帮助尽力提高

工资和福利，资方也会雇用专业的代理人想办法花较少的钱赚较大的利。流通领域对人员、服务和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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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ry Greenfield, 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tive Services（New York, 1976）,11. 有学者还说：“在我们

储蓄率很低、消费信贷用途很多的情况下，美国服务于消费者的银行系统太好了，但我们需要的是长期投资资金”（Lester
Thurow,“How to Rescue a Droning Economy,”New York Review, April 1, 1982, 3）

需求增加了，流通领域的劳动力就会增加，就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变为商品。一般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

有交换价值，但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和有价证券在一定条件下其交换价值可以脱离使用价值，变为虚拟

资本。在流通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货币和有价证券本身买卖的投机活动，而这些虚拟资本的流通是可以

独立于实体资本流通的。于是，出现了虚拟资本扩张超越实体资本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
在这种场合，工薪阶层的“金融服务”成为再生产的重要成本，到 1975 年美国银行和保险业大约一半

的劳动力都是为个人消费者服务的①，金融、房地产和零售服务业都有比实体经济生产的总价值以更快速

度增长的趋向，房地产和金融服务成为重要的购房成本，房屋价格大幅上涨（Stephen E. Barton, 1977）〔11〕。
货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不断提供更加复杂的信贷一揽子交易。各种信贷

一揽子交易上的金融要价、管理支出、创新成本、房地产价格等等，都要进入到劳动力价值。这些都是现代

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本，不应看作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所以，尽管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银行、酒店、旅
游和其他服务业的计算机化管理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由于大规模生产等方面的困难，消费者服务业的较

快增长还是降低了社会平均生产率。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使很多过去人们自我服务的项目变成了商品，

而且不断用高价值的服务取代低价值的服务，例如，因为消费者需要更好的医疗，医药公司就要不断更新

药品和设备；购买者需要“创新性融资”，金融机构就要提供更高档、用途更广的金融服务。
总之，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相对于生产

资料部类有了更大的发展，也就是说，金融、信贷、零售、贸易、广告等有关价值实现的活动，相对于价值生

产的活动有了更大的发展。总资本结构的这种变化，产生了使消费和虚拟资本的规模超越实体资本生产

和生产率承受力的趋向。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现在的欧债危机和美债

危机，实际上都是这种趋向恶性发展引起的后果。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危机一度缓解的原因探析

在经过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巨大震动之后，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又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包括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那样对世界经济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但直到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

现在尚未走出的这次世界性国际金融危机以前，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约 30
年的时间内，世界经济危机是一度有所缓解的，其表现是经济在周期波动中收缩期较短，扩张期则较长，

同时经济危机给生产和就业带来的冲击也有所减弱，没有产生类似 1929—1933 年大萧条那样影响巨大

的世界经济危机（陈宝森、郑伟民、薛敬孝、蔡述理，1993）〔12〕。
对于这种现象的一般解释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大多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十分重

视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积极运用立法、财政、金融政策等手段干预经济，增大了劳动力市场对劳动

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增加了工人的就业和工资，由于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都增加了，产生于有效需求不

足的经济危机也就得到了缓解。这种解释反映了一部分实际情况，但显然不是全部情况。正如本文前面提

到的，在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上，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增加都主要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恩赐的结果，或劳

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自然结果，而主要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崛起以后，劳资关系演变中出

现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一时期相对增强的结果。
很多研究表明，从二战以后的历史来看，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并不一定产生就业和工资的增加，经济复

苏和繁荣时期工人就业和工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会化运动和集体谈判制度导致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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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项研究显示，在二战以后的各繁荣时期，如果工人积极开展有组织斗争，平均工资可以每年增长 3.5%，而如果工

人斗争相对平静，则平均工资只增加约 0.3%。这类现象在整个美国经济中都能看到 （E. Robert Livernash,“Wages and
Benefits,”Review of Industrial Research, 1, 1970, 99）。

② 很多研究显示，胡佛和罗斯福总统都曾要求大企业在大萧条期间不要削减工人工资，但直到二战以后这些企业才

真的停止了削减，这当然有它们在自己过去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这时的大型产业工会已

经有了足以阻止削减工资的政治经济力量（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 New York, 1973, 36, n.23）。

力量增强①。而且，阻止经济危机和收缩时期工资和就业降低的更是只有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和斗争②。于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收缩时期工资是稳定化的，经济复苏

和扩张时期工资是增加的，只是复苏时期不如扩张时期增加的幅度大（James O’Connor, 1984）〔13〕。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工资和就业都是由资本积累率决定的，而不是相反，即工资和就业的规

模要取决于资本积累需要投资的可变资本数量，这个数量又取决于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劳资之间

只能就货币工资达成交易，不能就实际工资达成交易，大企业的垄断定价政策和通货膨胀都会抵消货币

工资增加的实际效果。就算货币工资的增加不能被通货膨胀抵消，实际工资也不会有大的提高，因为它会

被劳动生产率限制住。而且，提升劳动生产率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不断产生产业后备军，从而对货币工

资产生向下压力，劳动生产率提高总能生产出相对剩余价值并被资本家占有。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由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强势崛起以后，劳资关系演变

中出现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一时期相对增强，出现了以下可能：第一，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货币

工资也以同一比例提高，因此相对剩余价值不增而是保持不变。而且，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消费品生产

创新联系在一起，增加了整个社会消费资料生产和工人的消费有效需求的时候，还会使消费资料在整个

社会产品总价值中的比重提高，降低整个社会的相对剩余价值和剥削率。
第二，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无法主导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但对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压迫

已经有了一定有组织的自主抵制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可以在明知自己很难得到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的

时候，选择尽量减少劳动时间和降低劳动生产率，使工资变动突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制约。
第三，工人把工会看作是限制调控劳动力价格的“服务工具”（John H. Goldthorpe et al., 1969）〔14〕，这

个工具使工人生产中自主地位的提高有了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还来自于产业后备军已经不能像资

本主义发展早期那样对工人发挥制约作用了，因为它在那段时间被政府机构、从属政府的有关企业和机

构、小规模企业的就业几乎吸收完了。
第四，工薪阶层已经能够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比自己直接工薪决定的份额更大的部分。这时，整个经

济系统的运转必须依赖于消费信贷、房屋抵押贷款、附加福利和其他可以称为“社会保障”的东西，如，国

家财政赤字的转移支付、社会服务和集团消费设施等。据统计，1950-1980 年间，美国的国家债务（包括所

有各级政府）增加了 340%，同一时期，私人债务增加了 1624%，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

机制（Paul M. Sweezy, 1981）〔15〕。
在这些新机制的作用下，在大规模企业和产业内部劳资之间出现了很多利益交错的情况，劳资之间

出现了一定程度在企业或产业内部结盟的可能性，并实际上按企业或产业形成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利益集

团。就经济问题而言，劳方经常支持所在企业或产业的销售、定价和其他经济政策，资方经常支持本企业

或产业工人获取较高工资、更多福利和稳定的就业。这样，在大规模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利益

集团的多元化发展了起来。各大规模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无意中增加了工人的常规工薪，工

人工薪的增加又无意中对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的总需求、生产和就业产生了扩张效应。在货币工薪提

高，社会保障、福利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工资”扩张，房地产抵押贷款、消费信贷、政府财政赤字支持的各种

形式的“社会信贷”大幅增加的压力下，在基本产业结构中出现了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相对于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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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位学者的研究还指出，福利券只是“社会工资”的很小一部分，各种社会保障、医疗补助、食品券和住房补贴才是

更重要的部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大约二十五分之一的家庭享有各种住房项目的补贴，这些补贴从 1974 的 20
亿美元增加到了 1979 年的 50 亿美元，单位住房补贴年均增长约 10%。到 1979 年，医疗已成为最大的联邦福利项目（James
O’Connor, Accumulation Crisis, Basil Blackwell Inc. New York, 1984, 93.）。

② 一项研究估计，美国最低收入的五分之一人口总收入的几乎一半是来自各种社会福利收益，这些最穷人口的基本

生活对政府的依赖已经相当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 （Francis Fox Piven and Richard Cloward, The New Class War, New York,
1982, 15）。

部类的急剧增加。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重要性的增加，不仅因为工薪增加扩大了对消费资料和服务的

总需求，而且还因为消费资料部类和服务业的有机构成较低，在这些部门可以比较多地增加就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段时间，工人在保护和提高实际工资的斗争中逐步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

线。大多数比较强大的工会都把他们争取货币工资的斗争，和包括养老金领取者、退伍军人以及其他利益

集团争取更多生活费用、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结合起来，基本实现了工资随消费品价格的指数化增长（D.
J. B. Mitchell, 1979）〔16〕。这样，约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的大企业工人是可以基本保持实际工资不

变的，小企业的工人在经济向上走的时期货币工资可以增加，实际工资的增加却会被通货膨胀抵消。这种

情况不断扩大了大企业和小企业工人的实际收入差距，导致工人越来越多地把工会活动引入无工会组织

和工会组织很弱的部门。
于是，一般来说，在通货膨胀稳定增加的条件下，劳资谈判是可以以工资的实际价值为基础的，“货

币幻觉”可以排除，人们对价格、工资的预期可以被或多或少准确调整到不受通货膨胀干扰的程度

（John H. Goldthorpe, 1978）〔17〕。有人说，消费信贷可以平息工人对实际工资增加的需求，这是不对的。消

费信贷本身就是一种通货膨胀，由于它会增强工人的还贷压力，所以只会增加工人维护实际工资的需要。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工人对工资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按通货膨胀调整，而是还要求按实际价值增

长。随着生产社会化、满足商品化、产品竞争的发展和工薪阶层合法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增多，工资水

平、就业安全、社会福利、国家转移支付、社会服务和集体消费设施等，都和所谓“上升型预期革命”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一起不断增加。不和本人劳动表现直接相连的“社会工资”（也称“公民工

资”）不断扩大，变成一种重要经济现象。有美国学者估计，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包括福利券、公费医

疗、公共住房和其他补贴加在一起的各种社会福利，已经超过了工厂的平均工资①，而且这些福利都是向

社会最低收入阶层倾斜的②。
“上升型预期革命”被看作是工人阶级为自己目的适应资产阶级饥渴攫取精神的文化现象，另一种看

法是，工人阶级变得更加成熟，更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公民权，束缚需求的旧秩序已被打破，一个事实是

二战后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政府扩大失业紧缩经济的能力是明显受限的 （John H. Goldthorpe,
1978）〔18〕。还有一种看法是，满足个人物质需要被看作一种公民权，应该受到宪法保护 （Hans Peter
Dreitzed, 1978）〔19〕。也就是说，增加实际工资的要求已不仅被看作是让工资适应通货膨胀的一种调整，而

且被看作一种常规现象。当货币工资增长快于价格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成本增加，利润受到威胁

时，政府就会极力制造小的衰退，用各种间接税和通货膨胀政策降低实际工资，工会则会用要求增加货币

工资来弥补收入损失（James Harvey and William McCallum, 1965）〔20〕（Emile Burns, 1965）〔21〕。政府试图

用各种收入政策控制工资需求时，劳方就会用要求缩小收入差距或其他事项来抵制。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要求更高收入和实际工资的斗争，逐渐进入了包括商业、服务业和金融

业的整个流通领域。工会趋于代表越来越多流通领域的工人，不仅因为每个工会在其管辖范围内都有不

同职业的工人，而且因为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更多的人难于应付资本主义企业发动的经济变化，大

规模企业的决策会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影响工人，例如，土地使用、空气污染、人身安全、食品药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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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avid Greenstone, Labor in American Plotilitics（New York, 1969）,389.这项研究认为，工人围绕这些问题的活动是

对“公共价值”的创造和保护。

利率和失业等等①。除了大的工会联盟以外，在社区组织、租户组织、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和其他各类组

织都有工人参加，这些组织也参与到了争取“公共价值”和更多实际工资和收入的斗争。和争取货币工资

的斗争相比，这些斗争比较复杂、无组织和零散，是在非常广阔的战线上展开的，包括要求控制物价、反对

通货膨胀和获得更多社会工资等等。
保护和争取更多实际收入的斗争有很多形式。如，以信贷违约反抗利率提高，以联合抵制反抗消费欺

诈，以控制房租反抗房屋和土地投机，以在国会用人民党主义战略提议建立国有银行和地方金融合作组

织来要求降低公用设施使用收费和利率。反对征税的斗争主要是由各地小资产者组织的，这种斗争实际

上也有争取更多实际收入的效果。这些斗争都有“钱要值钱”的要求，大多不是有意组织联合统一搞的。因
为它们都是工人以不同形式的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的，所以是个人化、多样化和分散化的。

这些斗争和工人的有组织斗争加在一起，促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减少了生产领域的投资、劳动力

和劳动，增加了流通领域的投资、劳动力和劳动；提高了各个领域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抑制了整个社会特

别是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量，所以在“二战”以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约 30 年的时间里，缓解了

主要产生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但我们看到，用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膨胀缓

解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只是提高了赌注而不是取消赌博。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

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一定历史时期

可以不发生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但却会产生劳动力闲置、资源配置失衡等其他问题，一旦社会主义运动

遇到新的挫折，这些问题就会恶化，重新引发像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样巨大的世界经济危机。

四、新自由主义战略和经济危机治理方法的讨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逐渐陷入低潮，加上西方各国经济在没有根本

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的条件下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局限，使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

滞胀危机、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重，这就为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抬头和劳资关系重新走向两极分化创造

了条件。新自由主义战略兴起的标志，是撒切尔（M. Theagaret）和里根（R. Regan）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上

台。
新自由主义战略并没有阻止自 19 世纪末发生的劳资关系演变，也没有取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但

使这些演变和政策的内容和目标都有了广泛和激进的变化。它推动经济关系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要求管

理回到“市场经济”（在这里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其实是要求管理层不

受工会制约和政府调节，只听命于资产阶级上层），在各个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部门去规则化，实施意在

保护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所谓管住货币、放开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主导下，上述变化都是与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相一致、有利于他们收入最大化

的，大众工人阶级的收入和购买力受到了打压。资产阶级上层借助新自由主义恢复了金融霸权，不断增长

的政府和家庭债务成为金融部门巨额收入的来源。这些情况如果没有管理阶层特别是上层管理者和资本

家阶级的结盟，是不可能发生的。就劳资关系来说，上层管理者和资本家阶级的结盟，取代或弱化了因社

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强势崛起而出现的上层管理者和大众工人阶级的结盟。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始终是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它像资本主义经济本

身一样，不断受到其内在基本矛盾的困扰，因此，尽管它在实施初期对于克服凯恩斯学派经济政策的负面

影响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很快就引发了经济危机的大规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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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战略的一个首要经济社会秩序目标，就是大幅增加资产阶级上层的收入水平，少向生产

领域投资，也尽量减少面向低收入者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了在收入分配方面

向资产阶级上层倾斜，国内投资被迫减少。特别是在美国，新自由主义战略意味着生产领域的收缩，制造

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只发展服务业，集中生产关键的知识、教育和研发，并向世界提供金融服务。这

些国家都强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试图把自己打造成金融中心。它们所遭遇的风险，是不仅制造业基础

商品的生产效率下降，而且制造业的研发、创新和高技术商品减少，导致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受到动摇。
新自由主义战略增加资产阶级上层收入，又是通过国内和国际经济去规则的金融化来实施的。在美

国这特别表现在出现大量家庭负债的“结构性金融”，这样筹来的资金被大量卖给了外国投资者，金融衍

生品市场大为扩张，各种危险的金融操作在世界范围流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放

任各种脆弱和难以控制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建立起来，2000 年以后，更是不断激增。
它使得金融部门有非凡的收入和赢利能力，这些年越来越多地建立在不断累积的可疑资产和不安全资本

所得的基础上，这种现象常被称为“生产虚拟化倾向”。只有经济危机才能把这种高收入和高利润的幻境

还原到现实。
为了创造资产阶级上层的高收入，新自由主义战略主张尽力削弱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资本在

国际上的自由流动，可以削弱或阻止给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没有全球性规则和政策，或有这样的规

则和政策，但很无效的情况下，不受限制的金融化和全球化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控制金融和宏观经济

的能力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 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前，只是一些加入新自由主义“共同体”的欠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如像 90 年代的阿根廷，受到这种威胁的困扰。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

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积聚巨额资本用于投资，美国经济比欧洲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战略作用下聚集了更多

爆发经济危机的内在风险。
实施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各个资本主义典型大国，在增加资产阶级上层收入和减少宏观经济管理方面

是很普遍的，美国则和它们稍有不同。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霸权地位，可以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过程

中扩大自己在全球的金融霸权，在这方面它远远超出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样，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内在

矛盾也就在美国比在别处有了更典型的暴露。其突出表现是实体经济积累率的下降和经济不均衡的累积

增加。美国还在另一个方面不同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其霸权地位和美元国际货币的独特地位，

美国可以不要求对外贸易平衡，把商品生产的国际化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方面，美国的国内经济的积累率是下降的，另一方面，消费需要却因进口和贸易赤字的增加而上

升。结果，美国对生产能力的使用和与此相应的增长率水平，都要受到强烈的国内需求的刺激。这种刺激

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家庭负债基础上的，它引发了住房投资的繁荣。这种繁荣的取得，又只能依赖于高风

险的金融创新。相互联系的金融化和国际化，加上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和政府与美国的联手合作，为大幅增

加美国家庭负债提供了前提条件。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宏观经济效应，有可能逐步侵蚀美国在世界上的霸

权地位，但也有可能引发重大经济危机，一是有可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导致

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搁浅；二是有可能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会使脆弱的金融结构更加不稳定，导致世

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三是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会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四是引

发美元危机。上述可能，有的已经变成了现实，例如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延

续至今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有的是否发生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可见，世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在

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导致其基本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爆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

义强势崛起和资本主义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危机在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有所缓和，但资本主义

基本矛盾并未消除，而只是改变了起作用的表现形式，一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随着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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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元创新劳动”这里指由社会各阶层人民从事的多样化创新劳动。关于“多元创新劳动”的研究，可参阅裴小革：

《论创新劳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理论研究》，即将出版。

战略的兴起，这种矛盾就会重新突显出来，引发新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它发生在金融领域，根源却在生产领域。
在美国，由于东欧剧变后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地位削弱，新自由主义战略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重新

加深，只不过表现形式不是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而是生产不足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
虽然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住房并不足以充分满足住房贷款催生的有效需求，但经

济危机还是因为太多通过贷款得到房屋的购房者无力偿还贷款而爆发了。因此，没有实体经济生产领域

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品量增加的支撑，只靠发展消费信贷和虚拟资本扩大有效需求，虽然有时能制造一

时的虚假繁荣，但当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生产不足条件下的消费需求

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就会暴露出来。作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 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的根源，相反，它只是生产不足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和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和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尖锐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现在尚未走出的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实际上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深化导致的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

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是消费信贷、国债、商业信贷需要发展和销售更高价值的商品，需要更多的融资

并购、更多的房地产投机等等导致供需失衡的结果；也是经济相对停滞时期单位生产成本过高，超过了实

体经济承受能力的结果。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还起因于美元的周期性走弱、
“能源危机”、实际利率总是落后于货币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政府在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提高受阻的情况下

故意试图用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物价水平提高跟上以致超过工资和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现有剥削

率、利润率和各种经济资源资本化的程度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货币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实体经济相对生

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是战后以来劳资关系演变、资本主义竞争和政府政策的共同产物。
用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来缓解产生于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的

经济危机，其作用是有限的。采取这种方法，个别国家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用其他国家

的资源弥补自己国家实体经济生产的相对不足，并强行让世界其他国家分担自己国家消费需求和虚拟经

济过度膨胀产生的不良后果。但是，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相对生产不足，消费需求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

使生产不足长期化，扩大国际债务，产生更多超出本国货币需要的美元和其他纸币、更多过度膨胀的虚拟

资本和虚拟利润，加剧世界总体上的金融和社会不稳定。
从世界经济危机发展史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可以看到，就治理世界经济危机来说，有很多方法都可

以采用，在这些方法中最有效和最困难的是，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对立型的劳资关系。2008 年的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下滑，一些劳动创新能力不足的高福利国家出现了经济衰退，一些靠血汗工

资制严酷压榨工人剩余劳动勉强维持的企业更是纷纷倒闭；但同时我们看到，那些具有多元创新劳动①

能力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抵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可见，不积极发展生产，单靠提高与劳动贡献关系不

大的工资和福利，在流通领域扩大消费信贷、服务业和虚拟资本以增加有效需求，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世界

经济危机治理办法。从根本上说，治理世界经济危机更需要做的是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型劳资

关系，超越资本主义只依靠少数资产者进行创新的局限，激发最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创新精神，在实

体经济生产效率提高和产品量增大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和各种服务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有效促进了工人阶级地位提高和实体经济发展，对 20 世纪以来历次世界经

济危机的治理，都起到了其他学说无法起到的标本兼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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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Developing History
PEI Xiaog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world economic crisis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capitalist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Great Depres－

sion broke out in the 1930s just because the highly developed capitalist economy led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ts basic contradic－
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exorable rise of socialism and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capitalism after World War II,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had eased off for about 30 years, but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had not eliminated and only changed its
form.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at broke out in 2008, and European debt crisis and U.S. debt crisis that countries have
not yet overcome, in fact, are rooted in the real economy’s relative lack of production , excessive expansion of consumer demand
and the virtual economy caused by the re-deepening basic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after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stead of
actively developing production, only relying on improving wages and benefits which have no relations with the labor contribution ,
and expanding consumer credit, services and virtual capital in circulation field to increase effective demand , is only a palliative
solution to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Basically, wha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is to
get rid of confrontation type of labor relation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 surpass capitalist limit of only relying on a
small number of bourgeois to innovate, so as to stimulate labor enthusiasm and innovative spirit of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workers, and expand consumer dema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variety of service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pro－
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increase product output in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opposite type of labor relations; inadequate production;
governa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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